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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要:针对贵州省喀斯特石漠化历史演变过程研究不足的现状 ,从人口数量 、粮食需求 、坡耕地开垦 、石

漠化发生发展的角度 ,并结合石漠化发生的地质背景等因素 , 对其历史时期人地关系 、人地矛盾和喀斯特

石漠化历史演变过程进行了研究。结果表明 , 贵州省石漠化发生发展经历了一个长期的 、渐进 、从量变到

质变的过程 ,人口数量增长是这一过程的关键控制因素;其实质是人口与土地资源之间承载能力的不协

调。同时 , 其演变同生产方式的转变和生产关系的变化是密切联系的;而国家对该区的宏观战略定位也间

接影响了贵州省的生态环境质量。严控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素质 、提高农业生产力 、调整产业布局和政策

是解决石漠化问题的基本途径 ,而建立和实行区域间的生态补偿制度对该问题的解决大有裨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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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:The evolution histo ry of karst rocky desertif icat ion (KRD)in Guizhou Province is analyzed f rom

the perspective s o f man-land relationship and its contradiction , geo logical backg rounds , etc .It is concluded

that the evolut ion of the KRD underg oes the long pro cess f rom quantitative to qualitative changes.The KRD

is caused by the increase of populat ion w hich exceeds the carrying capacity of land resources at a specific peri-

od and leads to the imbalance and aggravation of man-land relationship.It is also closely related wi th the his-

to rical changes of production mode and productivity .Meanwhile , those central administrat ions'st rategic ori-

enta tion for the province also has some impacts on its eco-envi ronment .Therefore , the fundamental w ay s for

rehabi li tation of the KRD are to control population size and raise their quali ty , improve ag ricultural produc-

tivity , and adjust indust rial layouts and po licies.Moreover , an ecolo gical compensat ion system may benefi t

the province greatly .

Keywords:karst rocky desertification;Guizhou Province;man-land contradiction;ecological compensation system

　　喀斯特石漠化是中国南方以贵州省为中心的裸

露喀斯特地区土地荒漠化的主要类型 ,诸多研究人员

对喀斯特石漠化的成因 、分布 、演化机制 、人地关系 、

及治理等进行了大量研究[ 1-9] 。但关于其人为成因的

历史发展变化研究仍显不足。本研究以贵州省为例 ,

从历史人口 、耕地利用 、粮食需求数量变化 、坡耕地开

垦及美洲粮食作物在贵州地区引种推广等问题入手 ,

结合贵州省石漠化发生的地质背景等因素 ,分析贵州

省历史时期人地关系及其同石漠化发生和演变之间

的关系;对此问题进行研究 ,将有助于探知喀斯特石



漠化演变的历史渊源和根由 ,也可为当前石漠化治理

和生态建设中宏观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支撑 。

1　民国之前贵州省人地关系及其环境
问题分析

　　贵州省简称黔 ,秦代以前部落分据 ,秦至宋代则

多属各王朝中央政府羁縻之地 ,同中央政府和中原地

区联系较为松散;元代则将黔境内羁縻州改置 ,推行

土司制度 。明代为加强对西南边疆的控制 ,在黔遍设

卫所 ,控扼驿道以利军事 , 并于洪武十五年(公元

1382年)设军事机构都指挥使司;永乐十一年(公元

1413年),置贵州省承宣布政使司 ,贵州省成为行省;

永乐十四年 ,又置按察使司 ,管刑法 ,至此三司完备 ,

明中央王朝对贵州省的统治确立 。清代对贵州省的

行政建置做了较大调整 ,包括行政区划和疆界调整 ,

并进行改土归流 ,最终确定今日黔之疆界。民国时期

则因黔政局多变 ,其行政建置累有变迁。建国后 ,贵

州省行政区划最显著变化是民族自治地方的建立和

市及特区的增设[ 10-11] 。明清时期是贵州省开发历史

上较为重要的时期 ,明代贵州省置省 ,清代则完成贵

州省疆界的调整;两代王朝中央政府对贵州省的统治

不断加强 ,使中原文化在黔传播不断深入 ,促进了贵

州省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。此外 ,人口是社会生产

和经济发展的基础和主体 ,各历史时期人口数量和质

量的变化同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等相联系并影响其

土地等资源的利用方式和程度 ,进而间接影响该区生

态环境。因此 ,本研究将贵州省历史时期的人地关系

及环境问题分析分为明代以前和明清时期来进行 。

1.1　明代以前的人地关系及其环境问题分析

从战国中期历秦汉至元代的 1 700 a间 ,贵州省

人口仅增长到 300 余万人 ,人口数量呈缓慢上升之

势 ,这同贵州省地处苗疆 ,多山 ,农业生产条件差 ,交

通不便等自然和社会因素是密切相关的 。

明代以前 ,贵州省同中原地区联系松散 ,导致其生

产方式和生产力落后 ,加之土司统治和交通不便等必

致汉民的迁入困难;因此 ,直到元代 ,贵州省人口密度

一直小于 16 人/km2 ,实为地广人稀之地。在这一较

长时期内 ,尽管唐宋时期 ,黔北及黔东北有较大开发 ,

元代大兴驿道也为黔进一步开发创造了有利条件 ,但

整体而言 ,贵州省的开发主要以少数民族为主;手工业

及农业的发展较中原及四川 、湖广等地落后 ,中原文化

的传播仅限于局部地区 ,其广度和深度都显微弱[ 11] 。

鉴于贵州省明代以前生产力的落后和人烟稀少 ,

人口必定选择相对宜居之地居住 ,且贵州省属亚热带

湿润季风气候 ,冬无严寒 ,夏无酷暑 ,水热条件好 ,有

利于植被的生长和恢复;交通不便则使当地经济自给

自足而已。另外 ,坡地高产农作物如玉米 、土豆和番

薯等也尚未进入贵州省 ,农作物在稻作区多为糯稻等

低产品种 ,山区多种荞麦 、燕麦等且多系粗放的刀耕

火种;但这也恰好是当时地广人稀 、耕地数量较为充

足且可选择性较大的证明 ,否则 ,其必定得选择产量

更高的农作物品种和采用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方式 。

森林覆盖率方面 ,蓝勇[ 12] 据史料推断唐宋时期云贵

地区约在 70 %。由此可认为 ,明代以前贵州省的人

地关系中 ,人地矛盾应该较小 ,环境压力和环境破坏

程度应不超过自然生态的恢复速度;即使考虑到喀斯

特地区成土速率慢 ,植被丧失后难以恢复和水土流失

等特殊性 ,但此时因无较大面积的植被破坏等情况 ,

可以认为贵州省在明代以前生态环境良好 ,无石漠化

等环境问题 。

1 .2　明清时期的人地关系及其环境问题分析

1 .2.1 　明代　贵州省人口数量在整个明代(1368 —

1644年)增长较为缓慢 。明初洪武十四年 ,贵州省人

口约 300万人 ,至明末万历六年(公元)约为 350万人

(图 1);分析其影响因素 ,元末明初的战争 ,明中央政

府同土司及土司之间的连年战事 ,无疑是极为重要

的 。此间 ,贵州省人口仍徘徊在较低水平 ,密度未超

过 20人/km2 ,仍属地广人稀;但明中央王朝在黔遍

设卫所 ,汉民逐渐迁入 ,客土矛盾等必使其群居 ,人口

应该成点状的聚集;其耕作及薪材等的需求必然导致

其聚集区域一定范围的森林砍伐及坡地的利用 。实

际上 ,至今黔中各地分布的屯堡(明清卫所屯兵点),

其民风民俗都有殊异之处 ,如服饰 、方言 、傩戏等;民

国时期 ,部分屯堡地区的客土矛盾仍然存在。可以认

为 ,贵州省在明代会产生一定的环境问题 ,但应该是

成零散的星点状分布在农业生产条件较好的地区 ,如

地形平缓 、残积土层厚达 4 ～ 5 m 的黔中 、碳酸盐岩

与碎屑岩互层分布的黔北 、黔西北等地 ,其环境问题

应该较为轻微。

图 1　贵州省明代以来人口数量变化趋势

　　另外的佐证是 ,明代徐霞客
[ 18]
在游记中记载崇

祯十一年(公元 1638年),独山下司一带人烟稀少 ,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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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极为不便 ,地表植被覆盖率极高;而今这一带山岭

少有连片原生植被 ,居民地较为集中的周围山地上已

出现严重的石漠化 ,足见其环境变化之大。

1.2.2　清代　清代(1644—1911 年),贵州省人口数

量虽有曲折波动 ,但整体增长较快(图1)。其人口较多

的地方是遵义府 、贵阳府 、大定府(今大方一带)、安顺

府 、思南府和镇远府。与中部各府相比 ,嘉庆中期以

后 ,北部各府人口增速较快。究其原因 ,曹树基认为 ,

这可能是清代后期的战乱对中部地区稍有影响 ,而对

北部则无影响。黎平府 、镇远府和思州府(今岑巩一

带)是清中期以后人口增速最慢的地区 ,人口比例在该

省呈下降状 ,原因在于人口的迁入较少 ,区域开发程度

不高;相反 ,大定府和兴义府及普安厅(今盘县一带)人

口比例上升最快 ,清中期以后成为贵州省人口增长最

快的地区 ,这与汉族移民大量迁入有关;而汉族移民大

量入迁黔西地区 ,是这一区域矿业兴盛的结果[ 19] 。其

间 ,虽有“三藩之乱” ,但曹认为前者并未导致贵州省

人口的较大损失。而其后咸同年间的汉 、苗 、布衣等

民族反清起事 ,据赵文林等研究[ 20] ,则使贵州省人口

减少了 21%,可见战争对人口数量的影响巨大;同时

这也说明汉民迁入苗疆 ,除带来社会生产方式改变和

社会经济发展外 ,还存在客土矛盾等负面影响[ 21] 。

清代贵州省人口数量快速增加 ,除同康乾盛世 、改土

归流 、开辟驿道 、疏通航道及汉民迁入等社会因素有

关外 ,应该同美洲粮食作物 ,如玉米 、马铃薯及番薯等

高产作物在贵州省的引入及推广有密切关系 。

清代贵州省人口密度大幅增加 , 中前期为 30

人/km
2
左右 ,清末则达 60 人/km

2
以上 。对比清代

滇 、黔 、桂 3省人口密度和田地数量可知 ,贵州省人口

密度接近于广西而两倍于云南 ,田地数量却不及二省

的 1/3;人均田地数量在清中后期趋于稳定 ,但贵州

省人均田地数量不及云南 1/2 ,不及广西 1/5[ 22] 。由

此可见 ,清代贵州省人口数量虽较现代为少 ,但人口

对环境的压力较滇桂二省为大;加之贵州省多山少平

地 ,玉米等坡地旱作农作物的推广在黔的生态破坏性

不容忽视 。可以认为 ,清中后期贵州省已产生环境破

坏问题 ,尤其人口较多的黔中 、黔北 、黔西北 ,黔东南

的镇远 、黎平等地;但鉴于当时人口较现代仍较少 ,百

姓不会对土地生产力严重降低的坡地再行开垦 ,因而

给环境的恢复留有余地;基于此 ,可认为其破坏程度

应较现代为小 ,如产生石漠化问题 ,应不至有如今之

规模和连片分布的景观。

1.2.3　美洲粮食作物在明清时期引种及推广对贵州

省人口数量及环境的影响　较多研究[ 23] 认为 ,玉米 、

马铃薯和番薯为原产于美洲的粮食作物 ,经由不同的

方式在不同时间传入我国并逐步推广。其传入贵州

省约在明末清初 ,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玉米。玉米为

“旱地之王” ,适宜旱作 ,耐粗放耕作 ,耐薄瘠土地 ,适

宜坡地耕种;其产量较苦荞和燕麦等为高 ,这对于贵

州省等山地多平地少的地区具有特殊意义[ 11] ,由此

产生的社会影响也值得详究。

关于清代玉米等在贵州省推广种植产生的社会

影响可从 3方面来探讨:(1)对人口数量的影响。民

以食为天 ,人口数量的增加是建立在有基本口粮供应

的基础上的 。贵州省人口由明末 350余万人 ,稳步增

长 ,在咸丰元年(1851年)即达到 880 余万人 ,历时不

足两百年;这同此间玉米在黔引入和推广是密切联系

的 。玉米推广后在一些地区成为主食 ,改变了社会食

物结构 ,玉米在黔的适应性及推广必定为其人口增长

提供了基础条件。尽管此间其它政策 ,如雍正时期

“摊丁入亩”的赋税政策 、移民等措施也会对社会生产

发展和人口增长起到某种程度上的积极作用
[ 24-26]

;但

可以认为 ,无论是本地人口的增长或外来人口的移

入 ,玉米等高产作物和由移民带入的较为先进的农耕

技术在黔的推广应对其人口的增加起到了基础性支

撑作用 。(2)对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 。粮食的保障

和人口的增加 ,必定促进社会经济及相关产业的发

展 。玉米既可作粮食 ,也可作畜禽饲料 ,还可作农副

业和加工业原料 ,这必对畜牧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起到

积极作用 ,如以玉米酿酒 ,以糟养猪 ,酿酒及卖猪都可

获利[ 27-28] ;而此模式在贵州省玉米产量较大的地方仍

然存在 。杨伟兵[ 29] 对黔东南粮食作物种植与民族生

境适应问题研究也表明玉米等作物的推广对当地社

会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。(3)对生态环境产生的影

响 。玉米等因其适应坡地旱作 ,耐薄瘠等特性 ,一方

面 ,必定在促进土地的开发利用和提高粮食生产水平

等方面起到积极作用[ 23] ;但另外一方面也必然促进

百姓坡地毁林开荒以种植玉米 ,这必定对在山多平地

少的贵州省带来巨大环境影响 ,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森

林植被的减少和坡地耕作带来的水土流失及土地的

贫瘠程度的加剧;其最终结果就是地表植被和土壤丧

失殆尽 ,岩石遍地裸露 ,而这正是众所周知的严重威

胁贵州省生态环境安全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石漠化的

外在景观表现。逐步恶化的环境必将影响贵州省社

会经济的发展。换言之 ,玉米等作物的引入和推广对

生态环境产生的破坏作用是不容低估的 ,已有的综述

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 ,其中最典型的是清代中叶以

后 ,在认识到垦荒种植玉米所产生的毁林开荒 、水土

流失等危害后 ,清廷一反其初鼓励垦荒的举措而屡禁

之 ,但由于种种原因收效甚微
[ 23 , 27 , 30]

。综上所述 ,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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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认为玉米在黔推广对其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都

起到了积极作用 ,但所产生的生态环境方面的负面效

应也不容低估。然而 ,在分析玉米等带来的负面环境

效应时 ,还应考虑到其替代其它低产农作物的效应 ,

如人口增长 ,而无玉米等高产作物提供稳定的口粮 ,

则所需开垦土地(坡地)必然更多 ,对环境的破坏势必

更大;此外 ,在认识到玉米种植的环境负面效应外 ,找

到切实可行的解决或替代方案才是研究的目的和当

前最紧要的任务 。

2　民国及建国后贵州省的人地关系及
其环境问题分析

2.1　民国时期

民国时期 ,贵州省人口约 1 200 万人 ,人口密度

在 75人/km
2
左右。此阶段人口变化原因应同时局

动荡 、连年战争 、自然灾害和战时外来人口的涌入密

切相关。这一时期农业方面的一个重要事件就是马

铃薯 、油菜的推广与烤烟等经济作物的引种
[ 11]

。

此间 ,因交通路线的开通 ,军阀混战及抗战期间

作为抗战大后方 ,人口及工业的迁入 ,萌发于清末而

推广于民国年间的近现代工矿业在黔有所发展并于

抗战期间兴盛一时
[ 11]

,人地矛盾日渐突出 ,必定导致

贵州省的环境破坏较清末更为严重;可认为此时该区

环境问题较清末严重 ,在公路及交通便利之处必定更

甚;石漠化问题已成一个环境问题 。但主要由农业导

致的石漠化问题仍较当今为轻 。

2.2　建国后时期

建国后的贵州省人口数量除在 3 a 自然灾害中

有所下降外 ,经历了一个惊人的迅猛增长过程(图

1),其数量从 1949年的 1 416万人猛增到 2007年的

3 976万人 ,年均净增人口 44万人 ,是清代的 20 倍;

相应的人口密度从 80 人/km
2
跃升到 226人/km

2
。

究其原因 ,除医疗卫生条件改善 、现代交通体系的建

立使移民和救灾等成为可能 、社会稳定等因素外 ,政

策方面的原因无疑需要关注 。1958年农村实行人民

公社 ,直到包产到户前 ,都采取“人七劳三”的分配方

式 ,无疑 ,增人添丁是更好的增收途径 。实行计划生

育政策后 ,贵州省对少数民族采取相对宽松的生育政

策 ,1981年国家相关部门出台恢复民族成份的政策

对贵州省等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省份的影响不容低

估 ,少数民族人口基数的增加和相对宽松的生育政策

必然使其人口数量更快地增加[ 11] ,并整体上加快了

贵州省人口数量增加 。1982年贵州省少数民族人口

为 742.4万人 ,占其总人口的 26%, 2007年则达到

1 547万人 ,占全省总人口的 38 .9%。

与此同时 , 贵州省的工业也快速发展 。在

1960—1976年的“三线建设”中 ,贵州省相继建成了

一批工业基地和骨干企业 ,奠定了其工业发展的基

础;其中能源开发无疑是一个亮点 ,尤其是 20 世纪

90年代后实行的“水火并举”的能源基地建设。工业

从无到有的发展 ,极大地促进了贵州省的开发 ,工业

总产值从 1949 年的 2.06 亿元跃升到 1998 年的

795.51亿元就是很好的例证[ 17] ;但其产生的环境影

响无疑也不容忽视。

贵州省的耕地面积在 1957 年达到 2.09 ×10
6

hm2 的最高水平 ,可认为这是该区耕地面积的最后界

限 ,以后将很难或不可能逾越这一界限。之后面积不

断减少 ,到 1986年为 1.86 ×10
6
hm

2
,几乎同 1949年

的 1 .80×10
6
hm

2
持平 ,此后一直徘徊在这个水平 。

换言之 ,贵州省在建国后出现了增人不增地的现象

(图 2)。1949 —1998年间 ,人口增加了 2.58倍 ,耕地

却未见增长 ,人均耕地面积从 1961年的 0.13 hm
2
持

续下降到 1998年的 0.05 hm2 也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。

其结果只能是增加土地利用效率 ,加大土地利用强

度;这也从可概略土地利用强度的耕地复种指数(年

内农作物总播种面积/耕地面积×100%)上得到了反

映 ,1949—1982年间平缓上升并出现起伏 ,此后大幅

度上升(图 3)。

图 2　建国后贵州省人口及耕地数量变化

此外 ,贵州省人口 85%以上为农业人口 ,不断增

加的人口绝大部分依赖于土地 。这种格局必然导致

更为严重的环境破坏 ,毁林 、开荒 、樵采 、放牧等都会

向坡度更陡的坡地扩展 ,必定造成更为严重的植被减

少和水土流失;其次 ,贵州省耕地土多田少 ,而播种面

积中 80%用以播种粮食作物 ,耕地中的绝大部分都

种植粮食 ,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少且难以增多 ,导致

农民经济收入少(图 3)。贫困将使众多农业人口受

土地束缚 ,给环境改善带来更大的压力。

要支撑贵州省不断增加的人口数量 ,就必须加大

对土地的利用强度。贵州省的粮食产量从 1949年的

2.97×106 t跃增到 1998年的 1.10×107 t[ 17] ,而人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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占有粮食仅净增加 91 kg ;但需考虑到其粮食产量中

40%左右由玉米构成 ,而玉米主要种植在坡地上。建

国后贵州省粮食产量增加虽与农业科技进步 、品种改

良 、增加化肥及杀虫剂用量等因素密切相关 ,但大面积

的开垦坡地和加大土地利用强度无疑是不可避免的 ,

这必然导致该省更大面积的水土流失和农业的面源污

染 ,石漠化面积的扩大和程度的加剧已不可避免 。

图 3　建国后贵州省耕地播种面积 、播种农作物种类的

数量及耕地复种指数变化

3　贵州省各历史时期粮食需求与耕地
开垦利用情况分析

　　明清及其之前时期 ,贵州省的环境破坏问题主要

由农业生产所致;民国及建国后 ,工矿业发展迅速 ,但

其分布及环境破坏应该是点状的 ,连片的石漠化等环

境问题仍归咎于人口的急速增长 ,使得农业用地的数

量和强度增加所致。因此 ,可从粮食供应与土地开垦

利用的角度来分析其人地关系状况及其所产生的环

境问题。根据各历史时期人口数据 ,估算贵州省人均

口粮消费 ,反算所需耕地数量 ,再将反算结果其同现

代的耕地数量及分布对比 ,从宏观上推断当时的人地

矛盾及其所产生的包括石漠化在内的环境问题;联系

到人口数量的区域性变化 ,进而分析贵州省人口数量

变化同石漠化的区域分布状况的相关性 。

3.1　民国及明清时期粮食平均单产及人均粮食占有

量的推断

贵州省 1949年粮食产量(包括稻谷 、小麦 、玉米 、

薯类和大豆)为 2.97 ×106 t , 平均单产 1 635

kg/hm2 ;1958年为 5.25×106 t ,平均单产达到 2 115

kg/hm
2
;贵州省1949—1958年的 10 a 间粮食平均单

产为 1 854 kg/hm2 。民国时期 ,其农业生产方式与

农作物品种及耕作方式与建国初期并无大的改变 ,可

以认为 ,民国时期的粮食平均单产应与此相当 ,在

1 800 kg/hm2 左右 。考虑到民国时期政府已经开始

开展农业良种推广和灌溉设施修建等工作 ,则在清代

中后期 ,如达到民国时期 80%的水平 ,则其粮食的平

均单产应该在 1 500 kg/hm2 的水平。明代至清初时

期 ,考虑到玉米等高产作物尚未在贵州省推广 ,其所替

代的农作物如苦荞 、高梁 、小米等的产量当较之为低 ,

而玉米在 1949—1958年的平均单产约 1 095 kg/hm
2
;

耕作方式在此期间应无大的改变 ,黔东南等稻米产区

以糯米为主 ,可以认为此间粮食的平均单产不会超过

清中后期 ,如其粮食生产水平达到清代中后期的

80%,则其粮食平均单产可推定为 1 200 kg/hm2 。

贵州省在 1949 —1958年 10 a 间 ,年人均占有粮

食为 260 kg ,在民国及建国后 ,若该区粮食欠收 ,则

可以通过交通运输从外地调入 。但在明清时期 ,贵州

省陆路交通并不发达 ,水路运输能力也极为有限 ,其

粮食的消费应由本地供给;据此 ,可认为贵州省在民

国及清中后期年人均占有粮食应在 250 kg 左右;而

此前的明代及清前期 , 如达到其 80%的水平 ,则为

200 kg 左右 。对比其它研究结果 ,这种根据现代统

计数据反推的数据应具有合理性[ 31-32] 。

3 .2　历史时期所需耕地开垦数量及后果分析

利用粮食平均单产及人均粮食占有量的估算数

据 ,可推算贵州省历史时期粮食播种面积 、所需耕地及

明清及民国各个时期所需各个坡度坡耕地数量等数据

(表 1),再结合贵州省的土地资源数据 ,则可分析贵州

省历史时期土地开垦和利用数量和强度的变化。

贵州省的耕地数量及坡耕地数据因诸多历史原

因 ,多年来一直存在不同数据且互有抵牾并已影响到

相关部门的决策[ 33] 。鉴于农村土地计量方式 、农业

种植方式等的历史承袭和延续性 ,本研究在进行数据

对比时采用国家统计部门的耕地面积来进行对比分

析或许更为接近事实 。20世纪 90年代后 ,贵州省耕

地面积均在 1 .85 ×106 hm 2 左右(习惯以亩折算 ,很

大程度具有赋税单位性质),以下采用 1998年的1.85

×10
6
hm

2
并据贵州省国土厅 1996年的土地资源统

计数据推算各个坡度中耕地数量(表 2),在对比各个

历史时期各个等级坡耕地利用状况 ,以期半定量化估

算该省石漠化发生情况。

　　已有的调查资料表明
[ 34]

,贵州省坡耕地水土流

失量占总量的 60%以上 ,是其主要策源地 。而据李

瑞玲等[ 35] 对贵州省 2000年坡地与石漠化发生关系

的研究结果表明 ,岩溶地区地表坡度基本集中于 10°

～ 35°;石漠化发生区坡度以陡坡地区为主 ,岩溶区近

60%的石漠化发生在坡度>25°的陡坡区 ,且随着石

漠化程度的加重 ,陡坡区和极陡坡区的比例明显增

高;在不同级别的坡地分布区 , >25°的陡坡地对石漠

化的影响最明显 ,其轻 、中 、强度石漠化的发生率都很

高;<18°的坡地区石漠化程度主要以轻度和中度为

主;在坡度>18°的地区 ,石漠化的发生率基本都随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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坡度的增大而增大 ,尤其是对于强度石漠化(表 3)。

同时 ,研究表明 ,喀斯特地区 ,植被一旦被砍伐 ,其初

期水土流失量最大 ,而形成石漠化后 ,则逐步下降。

同时 ,随着坡度增大 ,其侵蚀量也有所下降。这是由

于喀斯特地区地表土被通常较为薄瘠 ,失去植被保护

的初期受雨水冲刷量最大;而坡度越大 ,经初期高强

度水蚀后的土壤残积与裂隙或溶蚀沟槽中 ,后期就无

土可流 ,因而强度石漠化地区其侵蚀量较小 。换言

之 ,一旦喀斯特地区坡地垦荒发生 ,必在较短时间内

发生石漠化 ,且因喀斯特地区植被恢复缓慢等原因 ,

程度必逐步加重 。可以认为现代石漠化土地 ,是各个

历史时期逐步产生 、加重和累积的结果。

表 1　贵州省历史时期所需粮食及耕地数量估算

年 份
人口数量/

(万人)

平均单产/

(kg· hm -2)

人均粮食消费/

(kg· a-1)

所需粮食/

(104 t)

所需播种耕地

面积/(104 hm2)

占 1998 年耕地

比例/ %

1381 年 300 1 200 200 60 42 13

1578 年 350 1 200 200 70 49 15

1776 年 567 1 500 200 113 63 20

1820 年 748 1 500 250 187 104 33

1851 年 879 1 500 250 220 122 39

1880 年 1 025 1 500 250 256 142 46

1910 年 1 205 1 800 250 301 139 45

1936 年 1 254 1 800 250 314 145 46

1945 年 1 371 1 800 250 343 159 51

1949 年 1 416 1 620 209 297 182 —
1953 年 1 522 1 860 249 379 204 —
1961 年 1 624 1 410 200 325 231 —

1970 年 2 181 2 220 237 517 233 —
1980 年 2 777 2 700 236 654 242 —

1990 年 3 268 2 835 221 721 254 —
1998 年 3 658 3 510 301 1 100 313 —

　　注:(1)1949—1998年的粮食及耕地等数据为统计数据(数据来源[ 17]),此前则为估算数据。(2)1949—1998年间 ,贵州省播种粮食的耕地

的复种指数均值为 1.27 ,基本可以认为贵州省的粮食作物为一年一季;故将明清及民国间播种粮食作物的耕地复种指数定为 1.2。(3)粮食播种

面积占 1998年耕地数量的百分值由:(1949年前的耕地播种面积/复种指数)/ 1998年末的耕地面积(1.85×106 hm2)×100%得出。

　　据国家岩溶地区石漠化状况公报 ,现代石漠化面

积中 ,西南地区不合理耕作 、开垦占石漠化总面积的

27%;贵州省缓坡地远较其它省份少 ,其比例应至少

在 1/3;在明清时期 ,贵州省开矿及交通建设的环境破

坏极小 ,比例应更大些 ,可定为 40%。然后结合坡度

与石漠化发生几率方面的统计数据(表 3),则可估算

出明清及民国等各个时期石漠化发生状况(表 4)。

表 2　各个历史时期所需耕地数量的坡度分布　104 hm2

时 期 ≤6° 6°～ 15°15°～ 25° ≥25° 总数(均值)

明 代 35 8 — — 43

清中期 35 57 4 — 96

清 末 35 57 49 — 141

民 国 35 57 55 1 148

1998年 35 57 55 37 184

表 3 　贵州省岩溶地区不同级别坡地及石漠化所占比例[ 32]

坡度级别　　 <10°(平缓坡) 10°～ 18°(缓坡) 18°～ 25°(缓陡坡) 25°～ 35°(陡坡) ≥35°(极陡坡)

坡度比例/ % 17.16 25.04 28.04 21.37 8.39

石漠化发生几率/ % 25.85 27.29 26.6 29.08 35.30

表 4　贵州省各个历史时期石漠化状况估算

项 目 ≤6° 6°～ 15° 15°～ 25° ≥25° 不合理利用面积/ 104 hm2 总面积/ 104 hm2 占 2005 年比例/ %

发生几率/ % 5 20 30 60 — — —

明 代 1.7 1.6 0 — 3.3 8.4 5

石漠化 清中期 1.7 11.5 1.2 — 14.4 36.0 23

面积/ 清 末 1.7 11.5 14.5 — 27.8 69.4 43

104 km2 民 国 1.7 11.5 16.6 0.3 30.1 90.5 57

1998 年 1.7 11.5 16.6 22.1 52.0 156.0 9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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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综合分析上述图表数据可以看出 ,在明代要承载

当时贵州省人口所需耕地数量仅为 1998年的1/7 ,再

假设人口自然选择适合开垦和较为平坦之地居住 ,则

其耕地中坡度小于 6°的平缓坡地中的耕地即可满足

其需求;清中期的嘉庆时期 ,所需耕地数量已经超过

1998年的 1/3 ,较为平缓之耕地已显不足 ,需要开垦

部分坡度小于 15°的耕地 ,这必然要砍伐植被进行垦

荒以增加耕地 ,加之耕作方式较为落后 ,开始发生植

被减少和水土流失等问题已成必然 ,在缓陡坡地区已

有石漠化发生;清末其耕地需求数量随着人口的增长

而增加 ,上述问题必更为显著。民国期间 ,人口数量

接近现代的1/3 ,所需耕地数量达到1998年 1/2的水

平 ,已需要开垦陡坡地;再考虑到牧业及工矿业等的

发展 ,则此间贵州省土地利用数量和强度及环境破坏

问题必较清中后期有了更大程度的增加 。

从表 4中各历史时期石漠化概略面积可以看出 ,

明末清初 ,贵州省开始发生石漠化 ,但数量极少 ,仅为

2005年的 5%,可认为当时该省环境状况良好;而清

中期 ,石漠化面积较明末清初增大 4倍;清末至民国

期间石漠化面积不断增加;但建国后 ,则在清末基础

上增加了两倍。因此 ,可以将贵州省石漠化分为 3个

阶段:即明末清初的发生阶段 ,清末民国间的扩展阶

段和建国后的加剧恶化阶段。

建国后石漠化的加剧和恶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。

建国后贵州省人口激增 ,要支撑大量增加的人口 ,除

了增大土地利用强度 、开垦极陡坡耕地 、改良农作物

品种 、提高耕地复种指数外 ,粮食外调已是不得已之

事 ,贵州省“六五”期间年均进省贸易粮食 8 .10×10
5

t用以弥补省内粮食的不足[ 36] ;而贵州省农村地区直

到 1999年才初步实现了农村人口粮食自给。在农业

先天条件不足 ,灾害性气候影响大
[ 17 , 37]

,粮食难以自

足的情况下 , 毁林开荒 ,陡坡开垦等就会必然发生 。

加之此间数次大规模的生态破坏[ 38] ,令此前已有的

石漠化面积不断扩大 ,程度更加严重;对比在民国时

期 ,贵州省石漠化分布由点状逐渐发展到连片分布 ,

其程度由轻度发展到中度和重度 ,最终成为该省最严

重的地质生态环境问题。

4　讨论

4.1　石漠化历史演变的阶段性和根源

石漠化的根源在于人口不断增长 ,使人口数量超

出了特定历史阶段的土地承载能力 ,导致人地关系失

调 ,人地矛盾不断发展和激化而产生。贵州省石漠化

可分为前述 3个阶段 。在石漠化土地退化过程中 ,植

被不断减少和丧失 ,地表土壤在失去植被保护和不当

的开垦及耕作方式影响下 ,不断流失殆尽直至下伏基

岩大面积出露 。

进入 2000年后 ,贵州省人口自然增长率持续下

降(2000年为 13.06‰,2008年为 6.68‰),人口素质

不断提高 ,交通便利程度的增加使人口向城镇集中和

向外迁移而从事非农产业等成为可能 ,将减轻其迁出

地的环境压力;农业生产方式和生产条件的不断改进

和农作物品种改良和种植结构调整必将不断减轻农

业对于耕地等土地资源的压力;国家对于石漠化环境

问题的重视和财政支付能力的极大增强以及实施区

域环境补偿制度的可能性增加等因素 ,可以认为贵州

省虽然目前整体上处于或接近于石漠化等环境破坏

的高峰时期 ,但这种局面在未来将逐步得到改善 。

4.2 　石漠化的历史演变同生产方式转变的联系

贵州省喀斯特石漠化的发生发展和演变经历了

农业为主的古代社会和工农并举的现代社会 。农业

社会中 ,明末清初的美洲高产农作物品种的引种和推

广对贵州省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,但也为

石漠化的发生 、发展提供了条件;而同期实行的改土

归流的实质则是生产关系的调整 ,是将土司制度控制

下的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领主制和农奴制分崩瓦解 ,

建立更为符合当时生产力水平的生产关系 ,为中原地

区人口和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农耕文明进入贵州

省铺平了道路 。近现代的贵州省 ,尤其是建国后 ,从

农耕社会迅速进入工业社会 ,现代交通和工矿业从无

到有 ,农业科技的发展和医疗卫生体系的建立 ,极大

促进了人口及社会经济的发展 ,这次生产方式的转变

和生产关系的调整无疑是革命性的 ,但利弊相随 ,人

口激增 ,而生产力水平较低所产生的人地矛盾并进而

导致的石漠化环境问题也是空前绝后的 。换言之 ,贵

州省石漠化的历史演变同生产方式的转变和生产关

系的变化是密切联系的 。其启示意义在于:贵州省石

漠化问题的治理 、解决和制定具体措施方面 ,如移民 、

小城镇建设等 ,必须依靠生产方式的进一步调整 、转

变和生产力的提高;否则 ,就只能是环境压力在地区

内或区域间的转移 ,石漠化问题必然是此消彼长 。

4.3 　石漠化的演变同国家宏观发展战略的关系

贵州省石漠化的发生发展 ,从表面看 ,是人地关

系逐步恶化的结果 ,即人口增长※植被砍伐 、垦荒※

坡耕地开垦※水土流失 、环境破坏※石漠化形成 ,但

从更深层次来说 ,贵州省石漠化问题还同历代中央王

朝对该区域战略定位有关。

明代以前的贵州省系羁縻之地 ,听任地方自行管

辖和发展;明清两代 ,中央王朝不断加强贵州省的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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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力度 ,改土归流以巩固边疆;民国作为战时的后方 ,

发展一度蓬勃兴盛;建国后 ,以粮为纲 ,大炼钢铁等运

动使大面积森林遭到砍伐 ,坡地被开垦 ,水土流失愈

发严重 。而改革开放后 ,国家鉴于资源与生产力要素

分布的地域不均衡性 ,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 ,使贵州

省等西部省份成为资源与能源的输出地 ,在经济的不

断发展过程中 ,不断落后 ,同东部发达地区的差距不

断拉大 。可见 ,历代中央政府对贵州省发展宏观战略

的制定和实施 ,直接影响了该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,并

间接影响了该区的生态环境 。政策对于贵州省的发

展 ,远比资源等因素重要 。因此 ,石漠化的治理 ,必须

靠国家发展战略和相关财税政策的大力支撑 。

4.4　对于石漠化治理的启示

贵州省喀斯特石漠化的实质是人口与土地资源

承载能力之间的不协调 ,其中最关键的又是粮食供应

与耕地需求之间的矛盾 ,而解决的基本途径应该是两

个方面:一方面 ,控制人口增长速度和人口数量 ,提高

人口质量 ,而严格的政策制度的有效落实是该举措的

基础。另外一方面 ,解决粮食供给问题是贵州省退耕

还林草等生态治理工程的基础 。这就必须保护现有

高质量耕地 ,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 ,调整农业种植结

构 ,增加粮食稳产高产;而这方面 ,高产水稻品种和马

铃薯巨大的增产潜力无疑能带来更多的乐观前

景
[ 39]

。但是 ,对贵州省的产业布局和政策进行全面

调整 ,改变生产方式 ,减轻农业的压力也是更好的选

择。此外 ,国家建立并实行区域间的生态补偿制度是

西南喀斯特地区的迫切需求 。这些地区为国家和长

江 、珠江中下游地区建设生态屏障 ,是以控制和牺牲

一定的发展空间和资源为代价的 ,这些地区的群众应

对他们保护环境所产生的生态利益在分配和再分配

过程中得到相应的利益补偿;其生态补偿的实质是国

家和下游区域以经济补偿为代价 ,换取这些地区的生

态建设效益 ,保障国家国土生态安全 ,并促进区域间

社会公平和协调发展 , 进而建立和谐社会和生态

文明 。

而对于石漠化的治理 ,应以缓解和控制人地矛盾

的发展为主线 ,综合协调并建立和谐的人地关系并进

而促进区域的和谐发展是最重要的;贵州省社会的发

展和进步必然以当地实际为基础 ,石漠化治理政策和

措施的制定 ,应综合统筹考虑该区社会经济的协调发

展 ,治理才能有成效 ,贵州省的生态环境改善也才有

希望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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